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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的二代健康保險係透過合議制的健康保險委員會（以下簡稱健保會），負

責關於健保費率、給付範圍與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定等重大健康保險財務事項

的審議。因此，健保會的運作成效與健保財務良窳息息相關。從實務上來說，雖然

這種合議制組織在臺灣行政運作上十分常見，但運作成效卻沒有衡量的標準，國內

也鮮少有關委員會治理方面的論著可供參考。本研究認為，委員對會議的出席與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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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討論，是衡量健保會是否能達到設置目標的基本要件。由於委員會是一個封閉性

的群體，彼此間在決策參與中會產生密切的互動，甚至形成非正式組織，影響到決

策參與的結果。據此，本研究以委員決策參與為討論標的，探究委員之間的互動關

係是否會影響到委員的決策參與行為。 

據此，本研究以 105 年度健保會的委員為分析對象，透過社會網絡問卷與 105

年度的會議實錄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的成果有三：1、如實呈現健保會委

員在參與決策過程中的互動關係；2、學者專家與被保險人的影響力較高，位居核心，

與會行為較為積極，反之醫事團體代表較為位居邊陲，參與也較不積極；3、委員對

於討論事項和專案報告的發言積極度，主要受到委員間資源依賴和法規諮詢關係的

影響。本研究並依據以上的研究成果，針對強化委員參與的頻率與品質提出具體的

建議。 

 

關鍵詞：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健保會）、社會網絡分析、委員會治理、收支連

動、決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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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1978）在阿

拉木圖全民健康宣言（Alma-Ata Declaration-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中，明確指出健康是人類的基本權利，維護與促進健康是個人和群

體的責任與義務，並強調政府有責任為人民的健康提供合宜的衛生與社會

方法，而人民則有參與健康計畫與執行的義務，至此確立了全民健康

（health for all）的概念（丁志音，2000）。臺灣的全民健康保險政策自 1995

年實施以來，納保率已超過 99%，不僅是本國國民，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士

也同樣享有平等就醫的機會，針對不同類別的弱勢族群也規劃不同的保費

方案，因此逐漸降低臺灣民眾就醫的經濟障礙。在國際上，因為臺灣醫療

的高健康覆蓋率、低廉的保費與就醫的便利性，使得健保不僅數度被外國

媒體的報導肯定，在國內也是政府相當自豪的公共政策之一（健保署，

2017；葉素萍，2018）。 

作為重要的政策議題之一，健保政策在高健康覆蓋率的臺灣，與民眾

的權益更是顯得息息相關，因此運作機制的良窳，也成為政府治理健保的

重要課題。臺灣的二代健康保險是係透過合議制的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

（以下簡稱健保會），負責關於健保費率、給付範圍與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

額協定等重大健康保險財務事項的審議。因此，健保會的運作成效與健保

財務良窳及健保運作效能息息相關。從實務上來說，這種合議制組織在臺

灣行政運作上十分常見，也有論者認為委員會治理是一種民主行政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的展現，在行政管理上非但提高了決策的有效

性，也強調對社會需求的回應（羅凱凌，2017a）。此外，更進一步從公共

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的角度來說，委員會的決策模式為邀請利益團

體、倡議組織、學者專家，以及相關的行政部門人員等利害關係人，進入

政策程序並共同協商，展現了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代表協商體制

（Mitchell, 1997）。這種含有民主參與特質的行政組織決策模式，被視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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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避免代議制度過於政治操弄的良方，又可提高行政部門的決策正當性

的機制（Wesselink, Paavola, Fritsch, and Renn, 2011）。 

然而，這種行政部門委員會（governmental committee）的參與機制，

並非是一設置就能達到預期完善的效果，仍是必須取決於這些委員的代表

性、參與情形，以及積極度。雖然行政委員會強化了行政部門政策規劃與

執行中，社會多元利益參與的可能性，但並不代表這些參與的團體，在委

員會中就會積極的為達到集體效能做出貢獻，特別是有些委員可能因為代

表團體的重要性被賦予參與的權力，但卻不具參與的事實，或參與時其行

為與所代表團體利益不相符（Loewenberg, 2015）。再者，參與者間專業能

力的不對稱，也是造成委員會決策機制運作良窳的重要因素，雖然擴充參

與對象，有助於深化民主，強化決策民意基礎，但這並非代表所有的參與

者，皆有能力與意願參與，特別是對那些具有高度專業門檻的委員會

（Ansell and Gash, 2008; Yang and Pandey, 2007）。最後，委員會這類機制是

各種利害關係人團體爭取政策利益的場域，積極有目的性的委員，會透過

其所掌握的談判資源，擴張他們在決策的影響力，通常資源愈豐富，在健

保政策中愈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在健保會中愈可能掌握較強的議事能力，

對委員會的決策影響力也比較大，更有可能影響其參與程度與參與的積極

性，甚至造成決策的產出被少數有影響力的委員寡占（王光旭，2012）。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組成及議事辦法」第 2 條規定，健保會

35 名委員名額的組成與分配，包括：保險付費者代表 18 位，其中被保險

人代表 12 位，雇主代表 5 位，行政院主計總處 1 位；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者代表 10 位，學者專家與公正人士 5 位，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

代表各 1 位。相較於一代健保的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與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健保會被賦予更多的職權，例如：負責關於健保費

率、給付範圍與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定等，重大健康保險財務事項

的審議與協商，以及保險政策和法規的研究與諮詢；也肩負了擴大社會參

與的責任。由於健保會在健保政策運作上的重要性，導致不少跟委員會治

理和效能有關的研究，以健保會作為研究案例（羅凱凌，2017a；2017b；

劉宜君，2016；劉宜君、王千文，2016）。這些研究健保會運作的文獻，

大多將健保會的運作機制與成效，連結委員會委員的背景、參與行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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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透過會議議事錄的內容分析，瞭解委員的出席、發言、討論及互

動的情形，作為評估委員會運作成效的依據（劉宜君、王千文，2016）；

或是透過對委員的訪談，瞭解委員對代表性與委員會運作的過程與結果

（劉宜君，2016）。 

前述有關健保委員會治理研究的成果，展露了對執行成效評估的關

懷，以及對民主參與效能感提升的肯定。然作為一個封閉性的集體決策機

制，上述的思維較為缺乏從委員間互動的角度，來思考委員間的關係對決

策參與和成效的影響。從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的角度觀之，行動者

間的利益、策略與權力關係所構築政策網絡的關係結構，會影響政策的產

出結果，或者造成政策及制度的變遷或不變遷，這樣的思維方式在方法論

上隱含了結構影響行為的思考角度（Knoke, 2011; 王光旭，2012）。因此，

若將健保委員會委員間的互動關係視為是一個集體行動的結構，這樣的網

絡結構也可能會對委員會的運作成效產生影響。是以，本研究以健保會委

員的決策參與行為為討論主軸，探討委員在健保會中與其他委員之間非正

式的的互動關係，是否會影響到委員參與決策的行為，藉以彌補前述研究

的缺口，並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議。 

貳、文獻檢閱 

一、委員會治理與健保委員會運作 

自 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盛行以來，政府

內部便開始出現許多具備合議、審議、諮詢或是協商作用的行政部門委員

會。這些具有獨立決策功能且較為彈性結構的合議制組織，大都以集體決

策的委員會審議進行運作，因此可將此現象稱之為委員會治理（governing 

through committee）（陳敦源，2006；羅凱凌，2017a；2017b）。對於政府

而言，透過委員會治理模式，讓社會上的外部利益團體進入政府決策體

制，不僅能夠增強政策制定上的專業性以及合法性，且能使政策有民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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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和支持，並降低可能的政治衝突（Spira and Bender, 2004; 陳敦源，

2006）；另一方面，對於參與的團體與委員來說，透過委員會的決策溝通

平台，可以幫助外部團體與個人表達其政策理念，進而實現其團體利益

（Dyer, 2004; Li and Suen, 2009），甚至增強公民參與的效能感（羅凱凌，

2017b），達到民主行政的宏大目標。 

行政委員會的治理模式，也常遭人質疑與批評。第一，決策程序不透

明、難以對委員績效與委員會治理成效進行考核，亦或者是委員會的委員

都有著自利的動機，無法真實反映出一般民眾的意見（Cornforth, 2003; Li 

and Suen, 2009; 羅凱凌，2017b），似乎打著民主參與的旗號，但還是有可

能在運作上傷害民主的運行。再者，委員的聘任多由行政首長決定，因此

行政首長的政治偏好，就有可能引導委員的決策結果，甚至產生橡皮圖

章，規避政治責任的批評（Koliba, Mills, and Zia, 2011）。然而，考量到委

員會治理模式能夠透過公共參與，突破因代議制產生的國會失靈弊病，讓

政府的決策訊息更透明化，以及改善行政官僚因理性效率思維掛帥，所產

生的行政僵化或不尊重民意之困境，基此委員會治理在政府的許多公共政

策領域上，仍廣泛的被使用（蔡翔傑、黃東益、陳麗光、陳敦源，2009；

羅凱凌，2017b）。 

由於委員會的設計彈性，以至於評估某委員會的運作是否有成效，難

以有一致的治理成效標準。像是 Li 與 Suen（2009）關注委員會的組成方

式，認為委員的自利動機會對決策產生不同的影響。Bader 與 Knecht

（2013）關注委員會的組成與輪替制度對成效的影響。或是莊海玲（2013）

從運作過程的觀點探討委員會運作困難的原因，認為若是參與的人員沒有

相關背景的專業性與知悉委員會的功能，很容易導致開會流於形式且難有

實質成效產生。Visser 與 Swank（2007）、Hahn（2017）從委員自身因素

探討，認為委員的聲譽會影響委員擁有的資訊，以及對於決策的掌控。但

是基本上，可將委員會治理與評估的原則和討論主題區分為四種類型，分

別是組織結構與組成、委員本身特質、委員會運作過程，以及整體因素（劉

宜君，2016）。陳敦源與張耀懋（2012）提出健保委員會成效評估的重要

概念，包含了組織代表性、組織內部運作，與組織外部效用等因素。 

健保會作為二代健保的合議制組織，主要做為各方利害關係人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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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平台，負責協商總額分配、收支連動、保險給付範圍、保險費率審議，

與相關法規諮詢等任務（衛生福利部，2014），因此其運作成效的好壞，

將會影響健保財務的穩健與否。基此，本研究檢閱了過去有關健保會議運

作成效評估的相關標準，像是陳敦源與張耀懋（2012）分別以跨部門的公

私協力、集體決策的委員會治理，以及正義制度為核心的資源配置關係等

三種成效評估的觀點，探討二代健保收支連動的架構可能會在法律、行政

與時效可行性上產生的問題。或是劉宜君（2013）從政府部門、健保會委

員與相關團體的角度，透過過程評估對健保會的運作進行探討，研究結果

發現健保會確實能達成社會多元參與的目標，但對於委員的角色認知、會

議效率權責範圍等問題，仍有需要改進的空間。劉宜君、王千文（2016）

在檢視委員角色的研究中，關注於委員出席、發言與討論互動行為的評

估，並建議強化委員的自律與他律，以增強委員的角色扮演。劉宜君（2016）

透過深度訪談健保會委員，認為目前健保會的運作仍有待改進，但確實有

達成擴大參與，完成法定任務。或是羅凱凌（2017b）從參與的制度與行

為角度，探討兩者對委員參與會議的效能感，研究結果發現比起參與行

為，參與制度依舊對委員的實質效能感有較高的影響。經由上述研究可以

發現，即使同是以健保會議為研究對象的成效衡量，成效評估的觀點與標

準也不盡相同，而是必須依照本身研究欲探討的問題進行成效評估觀點與

標準的選擇。 

因此，本研究認為健保會是行政部門為了讓政府外部的各方利益團體

進行意見溝通與利益協商的平台，在密切的會議討論互動中，委員間彼此

也會因為利益協商與交換的需求，需要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建立某種程度的

非正式社會關係，進而達到一致同意的決策結果，所以健保政策產出或多

或少會受到健保會委員互動關係的影響。從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 

Granovetter, 1985; 王光旭，2012）的角度來說，委員會的運作成效受到委

員決策參與積極度和行為的影響，而委員的決策參與行為，則又受到委員

間社會關係的影響。換言之，委員在考量到與其他委員間的關係後，會適

度的去修正自己理性最大化的行為，以符合團體運作的規範。所以，瞭解

健保會委員間的互動關係，是預測委員決策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而社會

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簡稱 SNA）則是最適合被用來勾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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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係結構的研究方法與工具。 

二、社會、政策網絡與決策參與 

以社會網絡的角度討論行政部門委員會決策行為與結果的相關研究

較少，國內目前大概僅有王光旭（2009；2012）從社會鑲嵌的觀點分析委

員會決策參與的影響因素。社會網絡分析源於 1930 年代心理學家與人類

學家的研究，當時僅是一種抽象說明社會關係概念的隱喻。近幾十年來，

隨著公部門強調公私協力與多元參與，使得如何處理公共政策行動者的背

景以及行動者之間的網絡關係，在公共行政學界受到注目與使用，也吸引

了部分社會網絡學者的投入，特別是將社會網絡分析應用到組織網絡管理

與績效（Berry et al., 2004; Considine, Lewis, and Alexander, 2009; Provan 

and Kenis, 2008; Provan and Milward, 2001），以及政治或政策網絡的相關

研究（Freeman, 2004; Kahler, 2009; Knoke, 1994; 2011; 王光旭，2015）。無

論是組織網絡或政策網絡的研究，都將政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所形成的社

會關係結構，視為是影響集體運作成效或政策產出的重要關鍵（Compston, 

2009; Considine, Lewis, and Alexander, 2009; Knoke, 1994: 287-289; 2011: 

210; Laumann and Knoke, 1987; Marsh, 1998），社會關係結構在這類型的研

究中，也被視為政策過程中，參與的行動者間所產生穩定的互動模式，而

社會網絡分析所關注的，恰好就是行動者間的社會關係如何影響人們的行

動與集體的結果。 

就研究類型來說，社會網絡的資料蒐集與分析通常劃分為兩大類，一

為個體網（ego-central network），二為整體網（complete network）：個體網

指網絡中有一個核心的行動者，且在網絡中的其他行動者都與其有關連，

此分析常見於網絡中探討個人的連帶與位置，藉此說明個人受到物質、情

感幫助，抑或是所處於的結構位置對個人態度或行為的影響（Perry, 

Pescosolido, and Borgatti, 2018; 王光旭，2015）。整體網絡分析的研究範圍

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組織或網絡結構，在資料蒐集上連結範圍內行動者的資

訊，瞭解行動者在網絡關係中的關係與位置，整體網的分析常見於社會網

絡結構對個人的資源獲得，以及角色功能不同的影響，藉此說明組織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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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結構內的資源配置與流動情形（林聚任，2009；王光旭，2015；王秋

蓉，2015）。在整體網的分析當中，如何確立研究的邊界，會影響到分析

的效度與意義，健保會因為屬於封閉的委員會結構，界線清楚，分析範圍

即為健保會全體委員，故適合以整體網的研究模式對健保會進行分析。 

從研究設計的角度來說，網絡題項概念的操作化，也牽涉到是否能有

效補抓委員間在決策參與過程的社會網絡關係。應用社會網絡分析進行研

究設計的政策或政治網絡研究，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可供參考

（Considine, Lewis, and Alexander, 2009; Knoke, 2011; Knoke, Pappi, 

Broadbent, and Tsujinaka, 1996; Laumann and Knoke, 1987），在國內也不例

外，例如：在王光旭與熊瑞梅（2014）針對臺中市解嚴前後都市發展政策

的分析，參考了 Laumann 與 Knoke（1987）研究美國勞工政策與醫療政

策的操作方式，蒐集 112 位都市發展政策菁英的事務討論、信任關係、資

源依賴，與技術諮詢關係，瞭解菁英間的社會關係網絡的結構和政策影響

力的關連性；王光旭（2013）為了分析健保政策的權力運作情形，也蒐集

了健保政策參與者彼此間溝通討論、資源依賴與協同行動的資料，在研究

政策網絡的學者眼中，這些互動關係反映了政策過程中政策菁英間的互動

連結。由於健保委員會委員的社會互動，可被視為是一種在健保委員會這

個政策網絡中的互動，在王光旭（2012）針對委員會的研究當中，也使用

類似的關係測量題項。據此，本研究也沿用前述的操作方式，蒐集委員在

健保會的議事中，對健保事務討論、相互信任、資源依賴及法規諮詢的關

係。 

決策參與方面的測量，本研究沿用劉宜君與王千文（2016）的操作方

式，透過會議記錄瞭解參與的積極度。本研究為了配合網絡分析方法，嘗

試將會議實錄中出席狀況、討論事項發言與專題報告發言1的資料，進一

步轉換成矩陣的資料進行分析。 

除此之外，政策菁英對決策的影響力，也是政策網絡研究者關注的議

                                                 
1  健保會會議的討論事項意指於會議中針對提案的討論，來源為健保會幕僚與委員提案，

委員在討論事項中透過討論來釐清爭議，達成共識，或由主席裁決，若提案較為複雜敏

感，通常委員討論會比較激烈。而專案報告意指會議在完成討論事項的討論後，所進行

的專題式的報告，大多由健保署或業務單位報告，委員再依據報告內容發言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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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Knoke, 2011; Knoke, Pappi, Broadbent, and Tsujinaka, 1996; Laumann 

and Knoke, 1987; 王光旭，2013；2015），測量對政策的權力或影響力，大

致上可分三種途徑：聲譽、結構與決策途徑（Scott, 2001），對社會網絡學

者來說，在研究操作化大多採取以 Hunter（1953）為主的聲譽途徑，此途

徑的應用也在社區或地方政治菁英的網絡研究中非常常見（Boogers, 2014; 

Rice, 1982; Wolfinger, 1960）。聲譽途徑一般來說，是將決策的影響力視為

是利害關係人對誰有影響力，以及影響力強度的主觀感受，測量的方式主

要是透過受訪者對誰有影響力與否的主觀判斷，來推測出誰在決策的場域

中能展現出影響力，因此是從他人的觀察裡反映影響力或權力的聲望

（Boogers, 2014; Domhoff, 2005; Hoffmann-Lange, 2018; Rice, 1982），透過

社會網絡分析的計算，恰好可以將政策菁英的權力或影響力聲望描繪出來

（Considine, Lewis, and Alexander, 2009）。據此，本研究也採取聲望途徑，

透過受訪者對誰在決策有影響力的指認，來推測出每個委員決策影響力的

高低。 

在測量的面向上，可分為三個步驟對委員的互動網絡結構進行分析

（王光旭，2013）。首先，先針對委員會成員的互動進行整體結構特質的探

討。接著，進一步描繪各別委員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以及與其他委員的

相對位置，瞭解委員在這些社會關係中，是位居核心還是邊陲。最後，透

過各別委員在網絡位置的相互作用，瞭解委員在網絡結構下，網絡位置賦

予的行動意涵。而在網絡整體結構特質的探討上，經常使用密度

（density）、規模（size）與集中性（centralization）這三個指標進行解析；

若在個體的層次上，最常被討論的指標，則是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密度是指網絡中行動者的關係連結程度。當關係網絡密度越大時，表

示委員間網絡呈現緊密的結構，則網絡中的行動者互動越多，且個人行為

也愈容易受到網絡結構的影響，因此密度的大小，可作為行動者間關係連

結密切程度之測量指標（Provan and Milward, 1995; 王光旭，2015；林聚

任，2009）。而決策參與矩陣的密度愈高，也表示委員的參與行為愈頻繁

與積極。規模是指網絡中行動者之間彼此互動的總數量，互動越多則網絡

規模越大，因此網絡中的人數多寡會影響行動者間互動的程度（林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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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若委員人數多，網絡的規模可能會較大，但這不代表密度就一定

會比較高。 

網絡集中性（network centralization）則是另外一個用來判斷網絡結構

的指標。網絡的集中性是一個百分比介於 0 至 100 的數值，用來衡量委員

網絡關係的集中程度，若從組織設計的角度解釋，就是網絡中的影響力或

關係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形成一個較為階層化的關係結構。因此當集中性

的數值越高，代表少數人在該關係網絡中的影響力越高，且對於網絡的控

制力也會愈強。所以當一個網絡關係呈現集中性高的狀態下，擁有高內向

程度中心性的行動者，其影響力會比網絡集中性低的情境下來的高

（Freeman, 1979; 王光旭，2015）。另外，若與網絡密度一起來看，則可以

表示當一個網絡關係呈現高密度的狀態下，擁有高內向程度中心性的行動

者，其影響力會比網絡密度低的情境下來的高（王光旭，2015）。 

在個體關係層次上，中心性是指行動者在網絡中所處的結構位置概

念，反映了行動者在網絡中位置的優異與差異。當中心性程度高時，代表

在網絡中的位置較其他行動者核心，獲得的資源越多或是影響力也較大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程度中心性經常用來衡量行動者在網絡中的

影響力，又可進一步將其區分為內向程度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與

外向程度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Freeman, 1979）。內向程度中心

性衡量網絡中行動者的受歡迎程度，因此當行動者內向程度中心性越高

時，代表其越受網絡中其他行動者的歡迎或是依賴，而其在關係網絡的影

響力也會越大。不過在網絡中影響力程度的大小仍須參照網絡集中性進一

步判定（王光旭，2015）。外向程度中心性衡量網絡中行動者依賴網絡中

其他行動者的程度，或是主動與網絡中其他行動者的互動程度，因此當行

動者外向程度中心性越高時，代表其越依賴他人（Freeman, 1979; 王光

旭，2015）。 

除了用社會網絡指標進行分析外，也可以對委員間關係網絡與決策參

與行為間的關連性進行檢定，其分析方法為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簡稱 QAP）（Krackhardt, 1987）。QAP 是一種無母

數的統計方法，可用來測量矩陣資料中關係－關係層次資料之間相似性的

比較方法（榮泰生，2013；王光旭，2015），包含相關分析（Q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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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關係列聯表分析（QAP Relational CrossTabs）與迴歸分析（QAP 

Regression）三種方法。經過系統計算，兩者所得的相關值越大，代表兩

個關係網絡越相似，網絡中的行動者擁有較高的結構均衡，表示兩個網絡

當中的行動者愈是依循其所處的網絡位置與權力結構互相溝通、交流，使

用此方法可以解決網絡資料在分析上所產生的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

的問題，因此在社會網絡學者間已廣泛地被運用（吳毓淳，2002；王光旭，

2012）。 

三、研究架構與假設的提出 

健保政策已透過委員會的協商運作超過 20 年，目前健保會透過多位

利害關係人以合議制的方式進行複雜又專業的健保政策討論與協商，其已

屬較為成熟穩定的利益交換與協商的平台，加上議事規則的成熟，因此從

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來看，委員會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封閉的政策或政治網

絡，而委員間因健保會的議事的參與，會形成穩定的互動結構，委員的決

策參與行為確實有很大的可能受到委員間關係網絡的影響，這樣的推論也

符合政策網絡的理論關懷：網絡結構影響政策的產出（Compston, 2009: 35; 

Knoke, 1994: 287-289; 2011: 210; Laumann and Knoke, 1987; Marsh, 1998: 

11）。 

健保會是治理健保事務上重要的委員會，透過委員間密集的互動討論

與協商，來達成監理健保的政策目標，然而目前較缺乏從社會網絡的角度

出發，關於探討健保會中委員間的社會關係網絡，與委員決策參與行為這

兩者關聯性之研究，本研究擬結合社會網絡分析法，透過健保會委員間的

社會網絡關係，瞭解委員在網絡中的位置與影響力，並檢驗委員間的社會

網絡關係、委員在決策上的影響力，與決策參與行為的關連性，故據此提

出圖 1 的研究架構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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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首先，委員間的社會網絡關係會影響到其在委員會中的決策的影響

力。此一推論主要是立基於 Granovetter（1985）所提出的社會鑲嵌理論

（social embeddedness）。該觀點認為，影響力或權力的存在，是鑲嵌在社

會關係網絡當中，具有社會的特性，有關係的存在，才會有權力與影響力

的發揮（Hanneman and Riddle, 2005）。從更具操作性的角度來說，社會網

絡觀點對權力或影響力的理解，主要是基於在網絡中關係和位置的角度，

藉此界定行動者間的權力關係，特別是行動者佔據了關係網絡中心或邊陲

的位置，或是行動者透過關係的存在，影響了被影響者偏好（preference）

或行為（behaviour）的能力。 

再者，從政策過程權力的第一面向來說，Dahl（1961）認為有權力者

具有影響他人的決定的能力，進而會影響到決策的結果；換言之，相較於

權力較低的行動者，權力較高的行動者，影響決策產出的機會與能力較

大，而健保會中在決策上具有影響力的前提，是在關係上能動員其他委員

對其的支持，所以和其他委員關係的良窳，是有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影響

力高的委員對決策的實際參與也可能愈多，才能發揮其影響力；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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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席或發言參與的頻率高，相較於出席率低的委員，更容易掌握較多

的話語權，自然也更容易發揮影響力。因此，本研究也認為就委員會的決

策參與行為來說，應與其在社會關係網絡中影響力的大小有邏輯上的關聯

性。本研究基於以上討論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H1：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與其他委員的互動愈緊密，其決策影響力愈高。 

H2：委員的決策影響力愈高，其在決策參與行為上愈頻繁。 

H2-1：委員的決策影響力愈高，出席與會愈頻繁。 

H2-2：委員的決策影響力愈高，在討論事項的發言愈頻繁。 

H2-3：委員的決策影響力愈高，在行政單位專案報告時的發言愈頻繁。 

再者，就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的觀點來說，政策網絡的結構會

影響政策產出的結果（Compston, 2009: 35; Knoke, 1994: 287-289; 2011: 

210; Laumann and Knoke, 1987; Marsh, 1998: 11），而政策網絡的結構指涉

了這些政策菁英間權力與資源依賴的模式（Rhodes, 1997: 36-39），在操作

化層面上相當於 Laumann 與 Knoke（1987）在研究美國衛生與勞動政策

網絡時，以及 Knoke、Pappi、Broadbent 與 Tsujinaka（1996）對美國、德

國與日本勞動政策網絡研究中，對政策參與者測量其事務討論、信任關

係、資源依賴及法規諮詢的互動關係；或是 Considine、Lewis 與 Alexander

（2009）對地方的政客、官員、產業、社團等政策菁英的資訊與諮詢網絡，

如何影響地方政府創新的討論。而這些互動關係，在過去的研究中，也被

證明會透過政策事件的參與（如本文討論事項或專案報告的參與），影響

到政策菁英間對政策議題的參與度（Bruijn and Heuvelhof, 2008），決策參

與或投票行為（Knoke, 1994; 2011）或政策執行的結果和成效（O’Toole Jr., 

Hanf, and Hupe, 1997; Sandström, 2008）。據此，本研究據以提出假設 3： 

H3：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與其他委員的互動愈緊密，其對健保會決策的參

與愈積極。 

H3-1：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與其他委員的互動愈緊密，出席與會愈頻繁。 

H3-2：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與其他委員的互動愈緊密，在討論事項的發言

愈頻繁。 

H3-3：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與其他委員的互動愈緊密，在行政單位專案報

告時的發言愈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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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問卷調查蒐集委員的社會網絡與影響力的資

料。在四個社會網絡的部分，資料來自劉宜君、陳敦源、林昭吟、王光旭

（2016）所主持的《建構整合全民健保總額協定分配、給付範圍審議及費

率審議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計畫編號：MOHW105-NHIC-S-113- 

000001），原始問卷可參閱附錄一，包含測量決策影響力的操作化方式可

參閱下表 1（表 1 的題項只是簡化的敘述，實際問項內容請參閱附錄一）。 

由於該計畫主要的研究目的是瞭解健保會是否發揮收支連動功能，收

支連動二代健保改革中健保會設置的主要職能，每次會議的重點也圍繞在

收支連動議題，收支連動的議題也涵蓋了健保會大部分的職掌，例如：健

保費率（收）、給付範圍（支）、年度醫療給付（支）、總額費用協定（支）、

重大健保財務事項的審議與協商等等，因此本研究社會網絡的題項，主要

是依據 Laumann 與 Knoke（1987）、Knoke、Pappi、Broadbent 與 Tsujinaka

（1996）、王光旭（2012；2013）、王光旭與熊瑞梅（2014）的研究經驗，

配合該計畫案中前期的訪談與焦點座談對委員間會議互動的瞭解，設計可

以測量委員在收支連動議題上四種互動關係的題項，可含括委員在健保會

中大多數的討論事項與互動。問卷設計上係以健保會的成員作為網絡的邊

界，以整體網絡的資料蒐集方法為主進行普查，此母體為 105 年度健保會

中的所有委員（N=35），施測時給予受訪者委員名單與編號，並請受訪者

每個題目從名單中至多圈選最重要的五位。 

在決策參與行為的測量，本研究將委員在會議中的出席、討論事項發

言，與專案報告發言等行為，做為衡量委員在決策參與情形的變數。本研

究使用 105 年度健保會議實錄，對委員的親自出席次數、討論事項發言次

數，與專案報告發言次數進行整理，並將次數的統計資料轉換為 2-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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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矩陣）社會網絡的矩陣資料，以利於與前述的網絡資料一起進行分

析。 

表 1 社會網絡分析概念列表 

分析變數 操作化題項 

事務討論 討論收支連動議題，您會和誰交換意見？ 

信任關係 當討論敏感議題，需要和信任的人討論，您會找誰討論？ 

資源依賴 討論收支連動議案時，有得到誰的支持？ 

法規諮詢 健保法規問題您會向誰詢問？ 

決策影響力 在收支連動議題上誰最具有影響力？ 

資料來源：修改自王光旭（2012：75-117）。 

問卷的回收以郵寄調查為主，訪員親收為輔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期

間為 2016 年 9 月 21 至 9 月 30 日，共發放 35 份，最後共收回 25 份，回

收率為 71.43%。本研究透過計畫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健保會）的協助，

再加上訪員親收，後續透過各種管道請託協助，在盡了最大的努力之下，

最後雖然僅回收 25 份，但這已經是研究團隊嘗試各種方法後，所獲致最

好的回收結果。問卷回收名單請參閱附錄二，其中學者代表編號為 A，被

保險人代表為 B，主計總處為 C，雇主為 D，醫事服務團體為 E，政府機

關為 F，後續為了降低被辨識的可能，保護受訪者，均會以代號呈現分析

結果，其他執行相關的細節可參閱原報告。 

二、資料分析方法 

王光旭（2009；2015）表示，社會網絡問卷的分析基礎，係建立在填

答者對圈選名單人選進行彼此互動關係的確認之上，本研究是對委員進行

普查，受訪者的代表性並無問題，因此答題的配適度也應無疑慮，但過低

的回收率可能會影響分析結果的判讀，因此在網絡分析上對網絡問卷回收

率會有較高的要求。根據過去政治與政策網絡研究的經驗，整體網絡問卷

的回收率達到七成已不容易，在後續分析基本上已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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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本研究使用 UCINET Version 6 網絡分析軟體，對網絡問卷與委

員決策參與行為的資料進行過錄與分析。在過錄的部分，社會網絡資料最

簡單的整理方法為 0 與 1 所構成的矩陣形式，本研究的網絡問卷依此方式

進行整理，與受訪者有關係之人過錄為 1，沒有關係之人過錄為 0，因此

在事務討論網絡、信任關係網絡、資源依賴網絡、法規諮詢網絡與決策影

響力網絡上，將受訪者圈選的一至五人視為有關係過錄為 1，其餘則視為

沒關係過錄為 0，一種關係類型則為一種矩陣，最終可得到五個「行動者

x 行動者」的 1-mode 矩陣（一元矩陣），每個矩陣皆是 25x25 的規模。 

在委員決策參與情形的部份，coding 的則是行動者 x 事件的 2-mode

網絡矩陣。有親自出席者過錄為 1，沒有出席者過錄為 0，有發言過錄為

1，沒發言過錄為 0，因此在委員各別的出席、討論事項發言與專案報告

報告發言上，最終可得到三個「行動者 x 事件」的 2-mode 矩陣（二元矩

陣）。在後續的網絡分析中，還需要進一步透過 Affiliation（2-mode to 

1-mode）功能將 2-mode 矩陣轉換成「行動者 x 行動者」的 1-mode 矩陣，

之後才能與社會網絡矩陣一起進行資料上的分析操作。 

在分析的部分，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分析重點，分別是委員與會的互動

網絡分析、委員決策影響力網絡的分析，以及委員決策參與網絡的分析。

本研究將利用整體網絡的密度、規模與集中性描繪出健保會當前社會網絡

的整體結構特質，繼之再透過程度中心性來分析委員個人在各網絡當中的

重要性與位置。此外，為了瞭解社會網絡、決策影響力，與委員決策參與

情形彼此的相關性，以及是否會有關連性，本研究以 QAP 的相關分析與

迴歸分析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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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一、關係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一）社會關係網絡 

本研究先以網絡密度指標來瞭解該網絡中委員之間整體互動的頻

率，接著對照網絡規模與網絡集中性進行分析結果的比較。從表 2 四種社

會網絡關係的密度來看，資源依賴的網絡密度最高（12.00%），且規模也

最大（72），表示資源依賴網絡中，委員間彼此支持或是尋求支持的資源

交換關係最為緊密。這顯示在健保會的開會過程中，委員可能需要進行多

次的資源交換（例如：對討論案的相互支持）互動關係，以便產生政策決

議的共識，或是提出方案之團體為達到其政策目的，而經常與其他委員進

行資源交換，這樣的分析結果，反映了健保會委員間在議事的過程中，有

類似滾木立法（logrolling）的特質。對照網絡集中性來看，位居第二名

（30.90%），代表在資源依賴中關係的連結與其他網絡比較，算是相對集中

的。 

表 2 四種社會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社會網絡 
健保會網絡特質 

網絡密度 網絡規模 網絡集中性 

事務討論 10.00% 60 28.65% 

信任關係 10.00% 60 28.65% 

資源依賴 12.00% 72 30.90% 

法規諮詢 10.17% 61 32.8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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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法規諮詢的關係網絡，相較於資源依賴關係，網絡密度

（10.17%）與規模（61）都較低，顯示比起資源交換關係網絡，法規諮詢

網絡的互動關係顯得沒這麼熱絡。這可能是因為議案討論到法規的次數較

少，因此在平時的互動上鮮少有以法規為基礎的互動。但對照網絡集中

性，法規諮詢網絡最高（32.81%），代表在法規諮詢中關係的連結是最集

中在少數委員手上，這某種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某些委員在健保議題中的

專業性，特別為其他委員所仰賴。 

最後，網絡密度與規模最小的是事務討論網絡與信任關係網絡（密度

皆為 10.00%，規模皆為 60），顯示在事務討論與信任關係中，委員之間的

互動相對較沒這麼緊密，且從網絡集中性來看，這兩個的網絡集中性也是

最低的，表示在事務討論與信任關係中，委員的互動比起資源依賴關係與

法規諮詢關係更分散於多位委員當中，並不階層化。但實際說來，其實四

個互動網絡差異並不大。 

（二）決策影響力 

決策影響力並非是關係的資料，但轉化為矩陣，一樣可以檢視其影響

力的高低。從表 3 決策影響力網絡關係的密度來看，決策影響力的網絡密

度 10.00%，規模 60，表示決策影響力網絡中，委員認為其他委員有影響

力的數量並不多，而對照網絡集中性 63.37%來看，代表健保會委員的影

響力，被主觀的認為集中在少數委員手上，從權力分布的角度來說，健保

會展現了較為階層化的特質。 

表 3 決策影響力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健保會網絡特質 

網絡密度 網絡規模 網絡集中性 

決策影響力 10.00% 60 63.3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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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策參與網絡 

本研究先將討論事項與專案報告轉換成矩陣資料，接著同樣以網絡密

度指標來瞭解該網絡中委員之間整體互動的頻率，在對照網絡規模與網絡

集中性進行分析結果的比較。從表 4 三種決策參與網絡的密度來看，出席

網絡密度最高（97.00%），且規模也最大（582），表示出席網絡中，委員

間親自出席會議的參與行為非常頻繁。換言之，從與會的參與度來說，105

年度的健保會委員多不假他人之手，頗值得肯定。出席為實踐個人參與發

揮委員會功能的重要基礎，這也反映了健保會委員與會的積極度高，滿足

了健保會想促進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基本功能。對照網絡集中性來看，

也是網絡集中性中最低的（3.26%），代表在出席與會上每位委員都是自己

出席多，不會僅集中在少數委員出席。 

其次為討論事項發言網絡，相較於委員的出席狀況，討論事項的網絡

密度（42.00%）與規模（252）都較低，顯示比起出席關係網絡，委員與

會參與討論發言就顯得沒這麼熱絡。換言之，實質的參與有階層性（Hall, 

1987），會來開會不代表會參與討論或表達意見，所以討論事項的發言，

比出席更能夠反映出委員參與的積極度或品質。對照網絡集中性，討論事

項發言網絡位於第二名（35.87%），代表在討論事項發言中關係的連結，

比起出席關係是較為集中在少數委員手上。 

表 4 三種決策參與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決策參與網絡 
健保會網絡特質 

網絡密度 網絡規模 網絡集中性 

出席網絡 97.00% 582 3.26% 

討論事項發言網絡 42.00% 252 35.87% 

專案報告發言網絡 28.30% 170 37.1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最後，網絡密度與規模最小的是專案報告發言網絡（密度為 28.30%，

規模為 170），顯示在專案報告發言關係中，委員之間的參與行為最不踴

躍。由於專案報告大多是行政或業務單位針對議題進行報告，委員再給予

建議，相較於提案討論的討論事項發言，討論事項則有更多委員間的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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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與爭執，故討論事項發言的積極度比專案報告多，並不令人意外。從

網絡集中性來看，專案報告發言網絡也是第一名（37.14%），表示在專案

報告發言中，委員的參與行為比起討論事項關係更集中於少數委員當中。 

二、委員社會關係的中心性類型分析 

（一）社會關係網絡 

從社會網絡的分析來看，內向程度中心性與外向程度中心性可以作為

判斷行動者擁有的權力或影響力程度高低的指標。因此，以下的委員的集

中性類型分析會透過上述兩個指標的平均數作為分割點，將委員區分為四

種類型，類型一：高內向程度中心性且高外向程度中心性，代表委員在關

係網絡中與他人互動密切，非常活躍；類型二：高內向程度中心性且低外

向程度中心性，表示委員在關係網絡中是屬於被依賴的對象，影響力大；

類型三：低內向程度中心性且高外向程度中心性，表示委員對其他委員較

為熱情積極，但其他人在這四種關係上卻不太依賴他；類型四：低內向程

度中心性且低外向程度中心性，這種委員比較偏向健保會當中的孤鳥，不

與其他委員互動。藉此分析，可以更加清楚的描繪出每位委員在不同網絡

中的位置為何，及不同網絡中位置賦予或指涉的行為意涵。以上的類型

中，類型一與類型二的委員，偏向位在網絡的核心；而類型三，特別是類

型四，則是位居邊陲。另外，為更清楚比較委員在網絡中的位置是否具有

一致性，在下表中會將在四個網絡中，具有一致位置的委員用粗體加以標

注，並可連結四個社會網絡圖交互檢證，社會網絡圖可參閱附錄三。 

以資源依賴關係的網絡圖來說，很明顯的以 B6 為最重要的核心，並

呈現出兩個不同的資源交換小團體，顯然在委員的資源交換關係中，形成

兩個不同的小圈圈，一個規模較大，交換關係較為綿密，另外一個規模較

小，交換關係較為稀疏。而另外三個關係網絡，則是呈現出一個整體的網

絡結構，而非像資源依賴關係分化成兩個不同的小團體。進一步檢視這三

個網絡圖，在事務討論網絡中，B6 仍然位居大家討論的核心位置，代表

大部分委員喜於和 B6 委員討論健保事務。若從法規諮詢的關係網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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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可以發現 A2、B6、B7 等三位委員，是其他委員認為專業性高，最容

易跟他們請益健保法規問題的委員，顯然這些委員的健保專業知能較高。

若檢視信任關係的網絡，可以發現最受健保會委員信任的為 A2 與 B6 委

員。換言之，在 105 年度的委員當中，A2（學者）與 B6（被保險人）應

該是在所有委員中與大家彼此間社會關係最好，最受倚重的委員。 

表 5 為社會網絡的中心性類型分析。初步來看，除了事務討論網絡與

信任關係網絡的委員是完全相同的以外，其他網絡的核心委員都不太一

致，這有可能是因為事務討論的基礎有著對該委員的信任，因而產生分析

結果一致的情形。接著，分別用四種類型來看委員在網絡中的位置。 

首先，第一類型為高內向程度中心性且高外向程度中心性的委員，代

表委員處在核心位置同時也主動與他人互動，這個位置的委員，最具有與

其他委員滾木立法的能力。在四個關係網絡中，B6（被保險人）是唯一擁

有一致高受歡迎度的委員，對其他委員也積極熱情，凸顯出其為大家公認

為值得信任，會想要找其討論，甚至尋求其支持的委員。 

表 5 委員社會網絡的中心性類型分析 

 高內向程度中心性 低內向程度中心性 

 事務討論網絡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A2、A4、B6、B7 B2、B4、B9、E1、E2、E5、E6、E7、F1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A1、B3、B8、D2、E3 A3、B1、B5、C、D1、E4、F2 

 信任關係網絡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A2、A4、B6、B7 B2、B4、B9、E1、E2、E5、E6、E7、F1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A1、B3、B8、D2、E3 A3、B1、B5、C、D1、E4、F2 

 資源依賴網絡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A2、B2、B3、B6、B7、

B9、D2 
B4、B5、E5、E6、E7、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A1、B1、B8、D1 A3、A4、C、E1、E2、E3、E4、F1、F2 

 法規諮詢網絡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A4、B6、D2 
B2、B3、B4、B8、B9、E2、E5、E6、E7、

F1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A1、B7、E3 A2、A3、B1、B5、C、D1、E1、E4、F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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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第二類型為高內向程度中心性且低外向程度中心性的委員，代

表委員不常主動與他人互動卻又處在核心位置，因此此類型委員的影響力

可能與類型一一樣大，甚至有可能高於類型一，是屬於受他人依賴的委

員。在四個關係網絡中，A1（學者）是唯一擁有一致高受歡迎度的委員，

從網絡圖上來看，也可以看出委員 A1（學者）在資源依賴、法規諮詢與

信任關係網絡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凸顯出雖然其不會主動與他人互動，

但是其他委員仍會受其意見的影響，非但信任他，也會與其討論、諮詢，

並希望獲得其在會議上的支持。 

再者，第三類型為低內向程度中心性且高外向程度中心性的委員，代

表委員雖然會主動積極與他人互動，但其意見或關係，較無法像類型一或

是類型二的核心委員一樣足以受到他人的重視，因此在網絡中並沒有太多

的影響力。在四個網絡中，委員 B4、E5、E6 與 E7 一致屬於此種類型，

而其中有三個為醫事代表，這凸顯了部份醫事代表在健保會各類型的社會

網絡中，意見可能較不受其他委員的重視或支持，從網絡圖當中，也可以

看出代號 E（醫事團體）與其他委員各方面的互動較為稀疏，影響力大多

都集中在 A1 或是 B6 身上。 

最後，在第四類型為低內向程度中心性且低外向程度中心性的委員，

這些委員不是會主動與他人積極互動的類型，別人也不依賴這些委員，算

是位居關係網絡的邊陲。在四個關係網絡中，委員 A3、C、E4 與 F2 一致

屬於此種類型，在網絡圖當中，也可以看見這幾位委員都位居網絡圖的邊

陲，這凸顯了健保會的組成雖然廣納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會議，希望可以

廣納各方意見，但是在整體運作上還是透露了這些委員因社會關係資源較

為不足，或是本身在與會上就較為被動沉默，比較偏向是無影響力的存在。 

（二）決策影響力 

表 6 為決策影響力網絡的中心性類型分析，此分析可以更具體的呈現

委員間主觀互評誰具有決策的影響力，展現的是對影響力的主觀印象，也

就是對委員是否具有議事影響力，在聲望上的主觀評價（Knoke and Yang, 

2008）。但這並非是關係型態的資料，所以重點是檢視其從他人的眼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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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否位在在網絡當中的具備影響力與否的位置。首先，第一類型與第

二類型的委員，應是所有受訪委員公認在健保會議事上，最具影響力的委

員，這些委員包含了 B6（被保險人）、A1、A2（學者）、B7（被保險人）

與 D2（雇主），表示在主觀上，所有委員皆認為上述這些委員位在核心，

具有議事的影響力。 

表 6 委員決策影響力網絡的中心性類型分析 

 高內向程度中心性 低內向程度中心性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B6 
A4、B2、B3、B4、B8、E1、E2、E5、

E6、E7、F1、F2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A1、A2、B7、D2 A3、B1、B5、B9、C、D1、E3、E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再者，屬於第三與第四類型的委員，是偏向在影響力中較為邊陲的委

員，對於健保會的議事並無太多了影響力。這些委員在健保會中意見可能

較不受其他委員的重視或支持，影響力大多都集中在 A1、A2、B6、B7

與 D2 身上，這些具有影響力的委員中，並無任何醫事團體背景的委員。

換言之，可以看得出來醫事服務團體背景的委員，非但在社會關係網絡與

其他委員互動較為稀疏，在健保會中也較無議事上的影響力。若簡單的從

不同類型委員的代表人數來說，醫事服務團體的代表人數，也確實比被保

險人的總人數低，數量上較居弱勢。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健保會

的主要任務含括監理健保業務、保險費率審議，保險給付範圍審議，以及

給付費用對等協商等等，被保險人的角色比較容易積極發揮上述的監理與

審議的功能，相較於其他身份的委員有更多的討論與串連，導致分析出來

的結果是醫事團體的代表的互動與影響力較低。 

（三）決策參與網絡 

表 7 為決策參與三個網絡資料的中心性類型分析，由於此為對稱的資

料，所以分類的分布全集中在第一類與第四類，可以分為在參與中非常積

極（第一類）的委員，以及不積極（第二類）的委員。在三個網絡中，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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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A4、B3、B4、B6、B7、B8、D1 與 D2 是同時具有積極參與會議特

質，且也在議案中踴躍發言的十位委員，而這十位委員包含了學者、被保

險人與雇主這三個類別的委員，凸顯出相較於醫事團體代表的委員，這三

類代表在健保會上更積極發言，且親自出席會議的次數也較多，這樣的分

析結果，也與前述社會關係網絡和決策影響力的分析結果遙相呼應。 

表 7 委員決策參與網絡的中心性類型分析 

 高內向程度中心性 低內向程度中心性 

 出席網絡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A1、A2、A3、A4、B3、B4、B5、

B6、B7、B8、C、D1、D2、E3、E6、

E7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B1、B2、B9、E1、E2、E4、

E5、F1、F2 

 討論事項發言網絡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A2、A3、A4、B2、B3、B4、B5、

B6、B7、B8、D1、D2、E1、E3、

E4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A1、B1、B9、C、E2、E5、

E6、E7、F1、F2 

 專案報告發言網絡 

高外向程度中心性 
A2、A3、A4、B2、B3、B4、B6、

B7、B8、B9、D1、D2、E3、E4、 
 

低外向程度中心性  
A1、B1、B5、C、E1、E2、

E5、E6、E7、F1、F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而在三個網絡中，委員 B1、E2、E5、F1 與 F2 皆屬於第四種類型，

顯示這四位委員對於參與健保會議的積極度並不高，非但較少親自出席，

也不常主動發言。其中，政府機關的兩位代表（F1, F2），均屬於議事參與

較為被動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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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策參與影響機制之分析 

以上的分析結果基本上是透過整體網絡與委員個體關係的特質進行

討論。為了進一步探討委員四個社會網絡，對其在委員會中決策影響力的

影響，以及對委員決策參與積極度的相關連性，以下將透過 QAP 相關分

析和迴歸分析，對四個社會網絡、決策影響力網絡與委員決策參與情形的

關連性進行檢視。另外，本研究也將透過 QAP 迴歸分析，檢驗社會關係

對決策影響力高低的影響。 

（一）相關（QAP相關） 

首先，如下表 8 所示，在四個社會網絡的相關中，在 95%的信心水準

下，所有的關係皆呈現兩兩顯著相關情形。在討論事項發言網絡的相關

中，皆呈現兩兩顯著相關情形，其中與信任關係網絡（0.62）相關係數最

高，與法規諮詢（0.54）關連性最低。其餘各種社會關係之間的關連性，

皆有中度左右的相關性。由於不同社會關係間彼此原本就有關連，這樣的

分析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表 8 健保會委員社會網絡、決策影響力與決策參與積極度的 QAP 相關矩陣 

 
事務 

討論 

信任 

關係 

資源 

依賴 

法規 

諮詢 

決策影

響力 

出席

情形 

討論事

項發言 

專案報

告發言 

事務討論 1.00        

信任關係 0.62*** 1.00       

資源依賴 0.55*** 0.56*** 1.00      

法規諮詢 0.54*** 0.59*** 0.45*** 1.00     

決策影響力 0.46*** 0.37*** 0.29*** 0.51*** 1.00    

出席情形 0.03 0.03 0.00 0.03 0.06 1.00   

討論事項發言 0.12* 0.12* 0.20** 0.16** 0.19** 0.11 1.00  

專案報告發言 0.11* 0.11* 0.18* 0.14** 0.09 0.11 0.62*** 1.00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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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策參與的網絡中，除了決策影響力網絡與出席情形網絡無顯著相

關外，其他皆呈現兩兩顯著相關情形。出席情形網絡與其他關係的關連性

中，皆呈現無顯著相關情形，顯然出席與否與委員間的社會關係和影響力

的高低並沒有明顯的關聯性。若以這個相關分析的結果來說，討論事項發

言網絡與專案報告發言（0.62）相關係數最高，顯然兩者間有一定程度的

關聯性。 

而檢視決策影響力與其他關係間的關連性，可以發現決策影響力與所

有的社會關係網絡呈現中度的正向相關，其中法規諮詢關係與決策影響力

的關連性最高（0.51）；就決策影響力與參與行為的關聯性來說，三個參

與行為中，影響力僅與討論事項發言關係有些微的正向相關（0.19），討

論事項的發言與法規諮詢關係，和委員間相互認知到的影響力高低有一定

程度的正向關聯。若從決策影響力與諮詢關係的顯著關係來看，法規諮詢

關係與委員本身的專業性有關，因此健保會議事的影響力可能反映在委員

個人的專業性。 

總的來說，可以發現四個社會網絡、決策影響力網絡、討論事項發言

網絡與專案報告發言網絡之間幾乎都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但是出席情形

網絡卻沒有與其他網絡有顯著的相關意義，而在討論事項的發言中，可以

看出發言的頻率與影響力間的正向關係，但專案報告的發言就沒有類似的

效果。 

（二）迴歸（QAP迴歸） 

首先，本研究先將四個社會網絡矩陣作為分析的自變數，決策影響力

矩陣作為分析的依變數，檢定研究架構的 H1，得到表 9 的 QAP 迴歸分析

結果。在決策影響力關係是否會受到四個社會網絡影響的部份，發現僅有

法規諮詢網絡達到顯著（β=0.44），顯示在健保會中，法規諮詢網絡關係

對決策影響力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因此當委員在法規諮詢網絡與其他委

員的互動越密集時，其議事的決策影響力也相對較高。如前所述，健保會

議事中委員影響力大小的特質，可能反映在委員對相關法規的專業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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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從前述決策影響力與法規諮詢的網絡當中，可以發現 B6（被保險

人）、A1（學者）、B7（被保險人）與 D2（雇主）等委員是同時具備法規

諮詢專業性，又是在決策影響力的評估當中頗具聲望的委員。 

表 9 社會網絡影響委員決策影響力的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 

 決策影響力 

事務討論 0.04 

信任關係 0.04 

資源依賴 0.04 

法規諮詢 0.44*** 

R-Square 0.27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接著，將決策影響力矩陣作為分析的自變數，三個委員決策參與情形

矩陣作為分析的依變數，檢定研究架構的 H2，得到表 10 的 QAP 迴歸分

析結果。從決策影響力網絡對決策參與情形影響的分析結果來看，可以發

現決策影響力對委員出席情形與專案報告發言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但在討

論事項發言達到正向顯著的關聯性（β=0.19）。顯示在健保會中，委員本

身的決策影響力愈高，對討論事項發言就會愈積極，因此當委員被認知影

響力愈大時，或許參與議事的效能感愈高，愈能夠對參與一般提案的積極

度發揮正向顯著的效果。也就是有影響力的委員，就會在討論事項（提案）

討論的過程中愈積極發言，但與出席與否和在專案報告的發言較無關聯

性。進言之，雖然委員出席是委員會發揮功能的基礎，但有出席不見得代

表有發言，自然也不容易發揮出影響力。從影響力的角度來說，討論事項

多由委員或業務單位提案，是議事重點，也是健保會定期開會的主要目

的，而專案報告的部分是業務單位進行專案報告後，由委員給予建議與指

導，故從議事的性質來看，討論事項牽涉到委員對健保政策的立場與利

益，較容易產生衝突，也比較需要協商，也因此從分析結果上來看，影響

力與討論事項發言的頻率有明顯的關聯性並不令人意外，決策影響力愈高

的委員，在討論事項的發言就愈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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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決策影響力網絡對決策參與情形影響的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2 

  決策參與 

影響力 決策影響力 
出席情形 討論事項發言 專案報告發言 

0.06 0.19** 0.09 

R-Square 0.001 0.03 0.005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最後，本研究將四個社會網絡矩陣作為分析的自變數，三個委員決策

參與情形矩陣作為分析的依變數，檢驗研究架構中的 H3，得到表 11 的

QAP 迴歸分析結果。在委員出席情形是否會受到委員間社會網絡影響的

部份，可以發現委員四個社會網絡與出席與否均沒有顯著關係，由於前述

的描述統計可知委員的出席狀況良好，出席網絡的密度達 97%，顯示健保

會委員的社會網絡關係並非是影響委員出席的重要因素。再者，在討論事

項發言網絡的部份，可以發現事務討論發言與信任網絡沒有顯著關聯性，

但是在資源依賴網絡與法規諮詢網絡達到顯著水準，且以資源依賴網最高

（β=0.18），由於討論事項牽涉到比較多委員之間的政策立場與利益的問

題，處理收支連動的議題也多與健保法規的專業性有關，委員間的資源依

賴關係和法規諮詢關係對討論事項發言的積極度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換

言之，委員在資源依賴網絡的互動愈密集時，愈能夠影響委員在討論事項

發言的情形；法規諮詢的互動關係也有強化委員在一般討論案發言的效

果。 

 

                                                 
2  從實務上來說，常出席與發言的委員，較容易發揮影響力，決策影響力與決策參與間可

能是互為因果的關聯性。因此，若將決策影響力作為依變數，瞭解決策參與的三個面向

對決策影響力的影響，可發現出席情形（β = 0.06, P = 0.26）對決策影響力並無預測效果，

但討論事項發言（β= 0.24, P = 0.00）與專案報告發言（β= -0.12, P = 0.05）則有明顯的預

測效果，其中討論事項發言頻率愈高，對決策影響力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專案報告的

發言則產生負向顯著的影響。如內文所述，討論事項發言常是議事上的重點，藉由發言

來展現對健保會決策的影響力，並不讓人意外；專案報告的發言通常是對業務單位的專

業建議與指導居多，較不牽涉委員間的利益衝突，不見得會引起有影響力委員的積極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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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社會網絡影響委員決策參與情形的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 

 出席情形 討論事項發言 專案報告發言 

事務討論 0.001 -0.02 -0.01 

信任關係 0.01 -0.02 -0.01 

資源依賴 -0.02 0.18* 0.15* 

法規諮詢 0.02 0.10* 0.09* 

R-Square -0.006 0.04 0.03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最後，在專案報告發言網絡影響因素的分析中，可以發現事務討論網

絡與信任網絡沒有顯著效果，但是與討論事務發言相同，資源依賴網絡與

法規諮詢網絡有顯著關連性，且以資源依賴網絡最高（β=0.15），顯示在

健保會中，委員在資源依賴網絡關係愈受到他人依賴，對參與專案報告發

言頻率也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而委員在法規諮詢的關係對其在專業報告

的發言情形，也有正向顯著的效果（β=0.09），因此當委員在資源依賴與

法規諮詢網絡與其他委員的互動越密切時，在專案報告的發言也會愈踴

躍。綜合討論事項發言與專案報告發言兩者參與行為的影響因素，可發現

都是委員間的工具性關係（資源依賴與法規諮詢關係），而非情感性關係

（信任關係），影響了這些委員實際參與發言的積極度；反過來說，對健保

相關法規或制度沒有專業性，或沒有資源讓其他委員依賴，在討論事項與

專案報告的發言就相對比較不踴躍，這也可能是因為專業不足的狀況下，

發言會相對保守，顯然委員間的決策參與是建立在利益與理性的基礎之

上。 

總的來說，從表 12 的假設驗證結果表來看，委員間四個社會網絡與

決策影響力和委員決策參與網絡關連性的檢定，在促進出席的部份皆沒有

顯著，在討論事項發言與專案報告發言則達到部份的顯著。顯示對於委員

來說，健保會中委員間的社會關係與委員個人的影響力不是影響委員出席

與否的重要因素，而且就出席而言，健保會的委員出席皆非常踴躍，不同

委員的差異並不大。而在討論事項發言積極度的影響因素，則有部份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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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資源依賴、法規諮詢，以及影響力的大小），顯示委員會中的資源依

賴關係與委員個人的影響力，能有效促進委員在討論事項上的發言。最後

在專案報告發言上與討論事項相同，在社會網絡面向的檢定也有類似的顯

著情形，顯示委員會中的資源依賴關係與法規諮詢關係會對委員在專案報

告上的發言的積極度也會有所影響。換言之，討論事項發言頻率與專案報

告的發言頻率，與委員間的資源依賴和法規諮詢的關係有正向關聯性，反

映了專業性高，較受到其他委員依賴的委員，在討論事項與專案報告發言

的積極度愈高，專業性低的委員，反而在發言上就比較不踴躍，而討論事

項發言影響因素的部分，則比專案報告發言的影響因素，更多了影響力高

的委員，在討論事項發言的參與度也高，因此委員在收支連動議題決策上

的影響力，也是一個影響討論事項發言積極度的參考因素。 

表 12 假設驗證結果表 

假設 面向 分析變數 

影響力 決策參與情形 

影響力 

聲望 
出席情形 

討論事項

發言 

專案報告

發言 

H1 社會網絡 

事務討論     

信任關係     

資源依賴     

法規諮詢 +    

H2 影響力 決策影響力   +  

H3 社會網絡 

事務討論     

信任關係     

資源依賴   + + 

法規諮詢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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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社會網絡分析為方法，透過對 105 年度健保會委員社會網絡

調查與議事資料的分析，進一步的解析委員間社會關係與參與會議積極度

的關連性，分析結果與建議大致上可歸納如下： 

首先，四種社會網絡的結構反映出健保會的委員在議事時的互動特

質，從密度與規模可看出，委員間的互動關係頗有滾木的特質，資源依賴

的關係是最為綿密的，而且集中性程度也顯示出資源依賴關係較為集中在

少數委員間。相比之下，委員間的互動的密度在事務討論與信任關係時較

少，同時集中性程度也最低，顯示健保委員間不僅彼此間的信任關係較為

疏遠，事務討論也是如此，而且網絡中也較無核心人物。若以程度中心性

來看，A1 與 B6 在四個社會關係網絡中都極受肯定與歡迎，而醫事服務團

體的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中，反而位在較為邊陲的位置，都呈現了低內向

程度中心性的情形。換言之，醫事服務團體與其他委員的社會互動關係較

弱，從互動關係來說，委員間的互動關係可能都是建立在公事的基礎上，

工具性關係的互動較為綿密，情感性（信任）的互動較為疏遠。 

第二，從決策影響力網絡的結構來看，明顯反映出具有影響力的委員

集中在少數核心委員上。這些有影響力的委員，並不包含醫事服務提供者

的代表，以及政府機關代表，顯然健保會的影響力核心較為集中在學者專

家與被保險人的代表中，醫事服務提供者與政府機關代表在決策影響力中

顯得較為邊陲，這樣的分析結果與上述社會網絡分析的結果類似。 

第三，從三種決策參與網絡來看，出席是最為積極的決策參與行為，

委員的出席狀況非常值得肯定，即使是代理出席的情形也很少。由於出席

是參與的基礎，健保會的運作在委員的積極出席下，應有達到初步擴大參

與協商的功能。而委員投入專案報告發言，則是積極度最低的參與行為，

一般討論事務的發言則是居中。若從集中性指數來看，委員在專案報告發

言的行為相較於一般的討論發言，較集中在少數委員身上，顯然專案報告

有其專業性，報告的議題也有其特殊性，每個委員關心的議題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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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發言的人數可能較少。但就委員會的參與品質來看，除了出席之外，

是否積極的參與和發言，也是提升委員會決策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劉宜

君，2016），對於參與發言較不積極的委員，可以瞭解其在發言上較為被

動的原因，並思考該如何提高其發言的誘因。 

第四，在相關分析中，顯示四個社會網絡關係與其他委員關係愈綿密

的委員，其對決策的影響力也會越大，特別是在諮詢關係的部分，相關係

數最高，所以在健保收支連動議題上影響力的大小，更多是反映在對收支

連動議題專業性的高低；而討論事項部分的積極度，則與四個社會關係網

絡與影響力都呈現一定程度的關聯性，特別是委員間資源依賴的關係與討

論事項積極度的相關係數最高，關聯性最強。因此，在資源依賴關係上，

愈受到其他委員依賴的委員，其在討論事項發言就愈積極；專案討論的發

言與討論事項相似，也是資源依賴網絡的相關係數最高。此外，討論事項

與專案討論的發言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顯然在一般討論事項與專案報告

上發言的委員應有某種程度的重疊性。 

針對健保會出席網絡的影響因素分析，委員四個社會網絡與決策影響

力網絡，對委員的出席狀況均沒有顯著的效果，顯示了委員的出席意願不

受組織內社會關係的影響，從資料的內容來看，本屆委員出席的狀況良

好，資料的變異程度低，因此不易分析出關連性，但換個角度來說，出席

狀況好壞與委員間社會關係和影響力無關，對於健保會的決策參與及品質

來說並非壞事。由於出席的維持與提升，是健保會維持運作成效的重要因

素，因此持續維持委員高出席率，也是健保會運作的重要課題。 

在健保會討論事項發言網絡與專案報告發言網絡的影響因素分析中

也可發現，發言情形確實會受到委員間社會網絡與影響力高低的影響，顯

示了在會議中具有影響力且經常與他人進行資源依賴與法規諮詢互動的

委員，在會議中發言參與情形也會愈積極，特別是對討論事項發言的參

與。有影響力表示在決策參與的效能感可能較高，而參與的效能感很明顯

受到法規諮詢網絡的影響，顯示委員在法規上專業知能的提升，有利於其

在議事中獲得實質的影響力，更具有決策上的效能感，也能更積極的去參

與會議的發言，提升健保會的議事品質，特別是增加提案討論事項部分的

參與，這樣的分析結果，也與過去研究社會與政策網絡的研究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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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委員會制的決策機制很適合以網絡分析方法進行評估。反過來說，委

員間在討論事項的發言，也同樣會正向顯著的提升其議事參與的影響力，

顯然對於健保會的委員來說，對討論事項的積極參與和決策的影響力間是

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而從委員間資源依賴關係對討論事項和專案報告發

言的正向影響，也可發現委員與會的積極度，會受到委員間工具性的互動

與需求的影響。 

因此，強化委員間的互動，或各代表組織推派委員時，要留意代表本

身在健保法規上的專業性，都有利於提升委員的決策參與積極度，使健保

事務能夠在健保會委員專業且積極討論的參與下，達到設置的目標與效

能。而除了具有席次的組織團體推派具專業知能的代表之外，也建議可以

多舉辦共識營或成長營之類的活動，讓委員能有更多的管道增強其與會的

專業知能，也能進一步加強所有委員參與討論的意願，實踐健保會設置的

功能。 

就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來說，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本研究僅

能反映 105 年度健保委員會的互動與參與結果，其他年度的委員有不同的

組成，也會形成不同的互動關係，或許會有不同的研究發現與結論；第二，

整體網的研究對回收率的要求較高，本研究網絡問卷回收率為 71.42%，

雖然已達到一定的水準，但接近三成無法回收的部分，也確實會對本研究

的詮釋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故在推論要相對保守；第三，在研究設計上，

倘若將決策影響力的概念型與操作型定義，界定在開會前即可相互評估的

「預期決策的影響力」，就能與決策參與的變數間有較為明確的時序關係，

雖然從社會網絡的研究中不容易從題目的設計達成這樣的操作化效果，但

就明確化決策影響力與決策參與間因果關係的討論，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

向。 

從本研究的理論意涵來說，委員會是政府部門中為了強化多元的決策

參與或專業諮詢的重要機制，但以委員會為觀察對象的論文並不多見，結

合社會網絡分析的更是稀少。大多數的委員會研究，是以會議實錄為資料

的來源，從對會議資料的內容分析，判斷委員的參與情形，以及是否有達

到多元參與或組織委員會的目的，主要的研究取向是對運作的成效進行評

估，或運作上的困境（羅凱凌，2017b；劉宜君，2013；劉宜君、王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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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這種類型的研究，大多透過對會議實錄的內容分析來判定運作的

良窳，較難以從學理的角度與委員會治理的實務進行對話，對運作實務上

的理解的資訊來源也較為單一。而少部分研究則是透過社會網絡的角度，

將委員會視為是一個封閉的網絡，探討委員間互動的社會網絡與參與成效

和品質的關聯性（王光旭，2009；2012），這樣的研究取向，主要是來自

於政策網絡理論的基本假定，在方法上結合社會網絡分析法，將會議實錄

的內容轉置成社會網絡的資料進行加值的分析與應用，相較於傳統以會議

實錄內容分析為主的委員會治理研究，資料分析與詮釋的豐富程度會有所

增強。這一類研究較為困難的是，除了既有的紙本資料之外，透過問卷調

查的整體網（所有委員）關係資料難以完整取得，就如同本篇論文的限制

一樣，即使研究團隊窮盡了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還是無法保證健保會的

每一位委員都願意受訪，在整體網絡的詮釋上，就會產生可能的偏誤。也

因此，透過社會網絡分析來研究委員會治理的議題，要克服的困難，就是

如何與所有的受訪對象建立聯繫，並取得其願意受訪的同意。 

總的來說，目前有些許的研究開始關注委員會的運作效能與參與，但

由於大多是屬於小樣本的研究，因此除了質性的研究之外，量化研究在統

計上可能無法滿足大樣本的要求，在統計分析的詮釋上會有信效度的問

題。然而，若將委員會委員間的互動視為是一個分析的重要標的，把會議

實錄的內容轉換成社會網絡的資料來進行分析，並調查委員間的社會網絡

關係，就可以避免樣本過小對統計分析和詮釋上不利的問題。雖然當前甚

少從關係的角度來檢視委員會運作的效能，但這種封閉性的合議性組織，

從關係管理的視野來解析其運作效能有其合理性，因此社會網絡分析應用

在委員會治理的研究，也有其方法上的重要利基。本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分

析工具的使用，探討健保委員會內委員的社會關係對委員決策參與情形的

影響，冀望能以不同的角度對健保會的運作效能提供新的視角，並對未來

相關議題的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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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社會網絡問卷 

附表為目前健保會的委員名單，請看名單並對照以下題號圈選適當的人

選，並請以最近幾次開會與平時互動的實際經驗填答，每一個題目，都請圈

選最先想到，最重要的至多五位。 

1. 請問在健保收支連動的議題上，您大多與委員名單中哪些人會保持較為頻

繁的討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2. 在健保收支連動的相關事務上，有時會面臨一些較為爭議性或敏感性的問

題，需要和比較信任的人進行意見的溝通與交流，在委員名單中，您會比

較常和哪些人討論敏感性或爭議性的重要議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 就收支連動議題來說，您的立場最常獲得委員名單中哪些人的實質支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4. 請問在收支連動議題中較為專業的問題上，您最常跟委員名單中的哪些人

諮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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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覺得委員中哪些人在健保收支連動議題上最具有影響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問卷到此結束 

請檢查是否有漏填答的問題，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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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 社會網絡問卷委員名單勾選列表 

編號 姓名 代表團體與職稱 編號 姓名 代表團體與職稱 

1 干文男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常務理

事 
19 陳幸敏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

門委員 

2 曲同光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司長 20 陳義聰 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3 何永成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長 
21 陳聽安 政大財政學系名譽教授 

4 何語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

理事 
22 黃偉堯 長榮大學醫務管理系副教授 

5 吳肖琪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教授 23 黃啟嘉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西醫基層

總額代表 

6 李永振 
工商協進會財稅研究委員會

委員 
24 楊芸蘋 全國職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7 李成家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榮譽理事

長 
25 楊漢湶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長 

8 李來希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 26 葉宗義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監事會

召集人 

9 李蜀平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長 
27 趙銘圓 全國產業總工會常務理事 

10 林至美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

處長 
28 滕西華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 

11 林敏華 農會保險部主任 29 潘延健 
台灣醫院協會法規委員會委員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秘書長 

12 林惠芳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中華民國

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 
30 蔡宛芬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 

13 侯彩鳳 全國勞工聯盟總會理事長 31 邱泰源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14 張文龍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秘書長 32 戴桂英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15 張煥禎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中華民國

區域醫院協會顧問) 
33 謝天仁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名譽董事長 

16 張澤芸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34 謝武吉 醫院協會醫院總額代表 

17 莊志強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業務

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35 羅紀琼 

中央研究院客座專任教授及經

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18 陳平基 全國漁會秘書    

資料來源：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幕僚 2016 年 5 月 5 日提供之內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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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問卷回收名單與編碼 

身份類別 代號 性別 

學者 

A1 女 

A2 女 

A3 男 

A4 男 

被保險人 

B1 男 

B2 男 

B3 男 

B4 女 

B5 男 

B6 男 

B7 女 

B8 女 

B9 女 

主計總處 C 女 

雇主 
D1 男 

D2 男 

醫事服務 

E1 男 

E2 男 

E3 男 

E4 男 

E5 男 

E6 男 

E7 女 

政府機關 
F1 女 

F2 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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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社會網絡圖 

 

圖 A  事務討論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B 信任關係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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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 資源依賴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D 法規諮詢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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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Decision-making Particip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Members: Analysis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Guang-Xu Wang    Jin-Ning Ye
    

I-Chun Liu   Don-Yun Chen   Chao-Ying Lin  

Abstract 

Taiwan’s second-generation NHI is opera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hereinafter NHIC) through a directorial system. The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view of major health insurance financial matters, such as the health 

insurance rate, the scope of payment, and the annual medical payment negotiation under 

the global budget payment system. Theref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HIC and the 

management of health insurance finance are greatly related. In practice, although this 

directorial organization is very common in Taiwan's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it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gxwang@gm2.nutn.edu.tw (corresponding author). 
 Maste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ph5899@gmail.com. 
  Professor and Dean,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olicy Sciences, Yuan Ze University.  

E-mail: chun0820@saturn.yzu.edu.tw.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donc@nccu.edu.tw. 
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cylin@mail.ntpu.edu.tw.  



114 行政暨政策學報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is not measured. There are currently few studies on committee 

governance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attendance rate and the enthusiasm of 

members at the meeting a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measuring whether the NHIC can 

achieve its goals. Since the committee is a closed group, the members will close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decision-making, and even form an informal organization, which will 

affect the outcome of decision-making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decision- 

making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as the main discussion topic,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mbers will affect their decision-making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members of the 2016 NHIC and 

analyzed the data obtained through a social network questionnaire and the 2016 

conference recor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ruly present the interaction of members 

of the NHIC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2. The influence of scholars and insured 

persons ranks the highest,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more positive. In contras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more at the border, and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s low; 3. The enthusiasm of the members regarding the discussion items 

and the project report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law 

consultation among the members. On the basis of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committee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NH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committee governance, decision-making participation 

 


